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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开言路” 概念的历史语义学考察
———兼论 “开言路” 与 “言论自由” 的关系

郭　 毅

摘　 要： “开言路” 是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政治言论开放形式。 清末， “开言路” 观念与西方办报思

想合流， 近代出版技术和以新闻纸为代表的 “新媒介” 为知识分子论政提供了新的介入方式， “开言路”
的范畴得以扩大。 尽管 “开言路” 与 “言论自由” 观念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但前者为 “言论自由” 观念

的输入提供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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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史学家邹振环曾在 《晚明汉文西学经典： 编译、 诠释、 流传与影响》 一书的开篇提出这样的追问：
“在中国传播的西学究竟有无自身的统宗———学术脉络呢？” ［１］受 “崇古、 宗经、 征圣” 的儒家传统思想

价值取向影响，［２］不少西学观念在输入中国时， 曾被比附于中国 “古已有之” 的意象。 民权平等思想与

公羊三世说相比附［３］ ， 西方办报观念则与古代 “采诗” 传统相比附［４］ 。 康有为甚至认为 “凡西人所号

奇技者， 我中人千数百年皆已有之。” ［５］近代著名翻译家贺麟在评价严复的翻译时也透露， “严氏所选译

的书， 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 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 ［６］ 徐保禄 （徐光启）
曾跟随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知识， 并在一年后用中国文字完整翻译了 《几何原本》 的前六卷。
对此， 利玛窦认为 “中文当中并不缺乏成语和词汇来恰当地表述我们所有的科学术语。” ［７］ 那么在 “言
论自由” 概念舶来之前， 中国本土是否也有一个传统观念能够与之对应？

马光仁先生的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 和民国报人翁大草的 《读贞观政要论广开言路与言论自由》
都将中国古代的 “开言路” 观念与 “言论自由” 观念相比附。① 这为我们思考 “言论自由” 的统宗问

题提供了一条线索： “开言路” 究竟是不是 “言论自由” 观念的中国传统表达？ “开言路” 与 “言论自

由” 到底是什么关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 就有必要对 “开言路” 概念进行一番历史语义学的考察。②

二、 “开言路” 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观念

“言路” 一词在我国典籍文献中十分常见。 以二十四史为例，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汉书·李

广利传》、 《汉书·王莽传》、 《后汉书·袁绍传》、 《三国志·袁绍传》、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第

①

②

马光仁 􀆰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 ［Ｍ］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３０－３１􀆰 翁大草 􀆰 读贞观政要论广开言路与

言论自由 ［ Ｊ］ 􀆰 载 《宪政月刊》， １９４４ （１０）： １８－２５􀆰
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开始采用概念史 （或称 “历史语义学” ） 的方法研究政治生活中的 “基本概念”。 这种方法将概念视

为变数， 认为概念的含义在历史语境中随社会政治因素变动。 因此， 这种方法在考察近代知识的形成以及相近概念的关系方面十

分有效。 可参见： 郭毅， 概念史： “出版自由” 的新闻史研究新路径 ［ Ｊ］ 􀆰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 （６）： ３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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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旧唐书·萧至忠传》、 《新唐书·后妃传上·则天武皇后传》、 《新唐书·外戚传·杨过中传》 等

都使用过 “言路” 一词。 唐宋诗句中也有不少关于 “言路” 的句子。 晁说之的 《旅怀》 中说， “立朝

不得当言路， 在野无从自行田”。 他的 《我生》 中又说， “一道德来千道会， 试开言路问群贤”。 陆游

的 《新夏感事》 中说， “近传下诏通言路， 已卜余年见太平。 圣主不忘初政美， 小儒唯有涕纵横”。
“开言路” 在古代文献中被表述为一种开明的执政策略。 以二十四史为例， 《旧五代史·唐书·末

帝纪中》 记载， 后唐末帝李从珂曾召见学士马裔孙， 说 “朕初临天下， 须开言路。” ［８］（ ６４５ ） 《宋史·司

马光传》 中也记载， “哲宗幼冲， 太皇太后临政， 遣使问所当先， 光谓： ‘开言路。’ ” ［９］（ １０７６７ ） 《元史·
刘正传》 记载， 仁宗即位时所施八项国政中， 即有 “开言路”。［１０］（ ４１０８ ） 《元史·张桢传》 中有视轻大

臣、 解权纲、 事安逸、 杜言路、 离人心、 滥刑狱， 为 “根本之祸六” 的说法。［１０］ （ ４２６６ ） 《明史·李贤列

传》 有 “贤务持大体， 尤以惜人才、 开言路为急” ［１１］（ ４６７６ ）的说法。
“开言路” 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第六》 记载， “两汉以来， 日蚀地震， 百

官各上封事， 指陈得失。 盖欲周知时病， 尽达物情， 用缉国章， 以奉天诫。 朕每思逆耳， 罔忌触鳞，
将洽政经， 庶开言路。 况兹谪见， 当有咎征。 其在列辟群臣， 危言正谏， 极万邦之厉害， 致六合之殷

昌。 毗予一人， 永建皇极。” ［８］（ ９３ ）历代官员也纷纷就 “开言路” 的好处上疏： “广言路然后知得失， 达

民情然后知利病” ［９］（ １０９１４ ） ， “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 ［９］（ １１９３４ ） ， “开言路以广忠益” ［９］ （ １２１７０ ） ， 如此云云。
总之 “开言路” 的 直 接 后 果 是 天 下 殷 昌、 永 建 皇 极。 所 以 史 书 上 才 有 “ 言 路 者， 国 家 之 命 脉

也” ［１１］（ ５０１７ ）的说法。
那么如何做才能 “开言路” 呢？ 根本之策就是 “增谏官”。 清季以前历朝历代的朝臣上疏中， 无不

以此为 “开言路” 的不二法门。① 《明史·骆问礼列传》 中说得更详细一些， “顷诏书两下， 皆许诸人

直言。 然所采纳者， 除言官与一二大臣外， 尽付所司而已。 宜益广言路， 凡臣民章奏， 不唯其人唯其

言， 令匹夫皆得自效”。［１１］（ ５６８２ ）总之， “开言路” 即是向皇帝进谏， 且进谏免罚。

三、 清末 “开言路” 观念与办报思想合流

清代道咸以降， 民族危机空前， 封建君主不得不再次取法传统的 “开言路”， 清流党登上历史舞

台。 《清史稿》 中说， “体芳、 宝廷、 佩纶与张之洞， 时称翰林四谏。 有大政事， 必具疏论是非， 与同

时好言事者， 又号 ‘清流党’ ”。［１２］这些 “好言事者” 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 以 “士” 自居， 在民族

危机加深之际， 针对民生、 吏治、 军事、 外交等方面建言献计、 指斥时弊。
另一方面近代出版技术逐步发展， 西方办报思想传入中国。 早在魏源的 《海国图志》 中就曾介绍

美国 “刊印逐日新闻纸， 以论国政。 如各官宪政事有失， 许百姓议之， 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 ［１３］ 。 １８４６
年的 《海国四说》 介绍新闻纸 “所载皆船货来往期日、 市价及买卖田庐、 租税房舍之值， 并官员、 士

子、 兵丁所言、 所作事， 广及海外一切闻见。” ［１４］传教士花之安的 《自西徂东》 中说： “下民受屈有不

能自鸣者， 新报馆可代为之鸣矣”， “人君端居九重， 恒患下情之不能上达， 封疆大吏， 亦患民情之不

能周知， 今中国诚能广设新报于民间， 则民瘼上通， 君恩下逮” ［１５］ 。 被梁启超视为 “论政治最通之书”
的 《佐治刍言》 中介绍英国 “准民间公议， 登诸新闻纸上， 以备采择。” ［１６］被王韬视为 “西史佳本” 的

《泰西新史揽要》 介绍报馆 “所延主笔更可得绝伦超群之名士， 其所持论皆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 一遇

重大之事， 诸名流逐日主持清议， 阅报之人亦复互相议论。” ［１７］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 的 《自主之

理》、 《经书》 两篇中， 也有 “欲守此自主之理， 大开言路， 任言无碍， 各语其意， 各著其志， 至于国

１５

① 《宋史·石扬休传》 中说 “请增谏官以广言路”； 《宋史·孙洙传》 中说 “乞增谏员以广言路”； 《宋史·吕公著传》 中说

“乞备置谏员， 以开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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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度， 可以议论慷慨” ［１８］（ ３４０ ） ， 以及 “智慧聪明之帝君开言路， 各著其志， 所以学问兴隆焉” ［１８］（ ２０４ ）

的介绍。 《初使泰西记》 记载了光绪年间作者初到美国的见闻， “新闻纸为舆论所关， 善会堂乃清议所

在” ［１９］ 。 １８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的 《译书公会报》 甚至翻译德国报纸， 明确交代了如何通过报纸大开言路：
“各报馆主笔旁征博引， 立论宏通。 凡国中有关政治之事， 无不登报。 且每日将报送至政府。 凡有益于

国计民生者， 政府皆采择施行， 并且竭力帮助使归实际。” ［２０］

透过这些西方经验， 当时的中国士人开始看到通过报纸 （新闻纸） 议论国事的可能。 而这些西方

经验也促使他们努力反思自我， 寻求自身文化传统与西方办报思想的对接点。 于是他们发现， “我中国

邸报开设千年， 本远出于西报之前”， 中国古代采诗传统似乎皆能与西方办报思想一一对应。 他们看到

“诗者， 即今之新报”， “太师派人采诗如今之采事人也” ［２１］ ， 西方新锐思想在中国本土思想场域形成

映射， 使得他们能够迅速接受西方办报思想并付诸实践。
新潮观念与传统思想一拍即合， “开言路” 开始超出传统 “增谏官” 的办法， 转而与西方办报思想

合流， 中国的知识群体也开始试图通过报纸完成 “开言路” （议论国事） 的使命。 他们深感， “泰西能

用吾采诗之法以致富强”， 而中国之所以羸弱就是因为 “未推而广之采诗之法， 又未追而复之， 上下内

外壅塞耳”。 ［２１］所以民族危机越发深重之时， 通过报纸 “开言路” 的实践就越发热烈。 如 《京报》 即

是在 “甲午大创于日， 于时上下颇知自危， 报界精神， 亦由之一振” ［２２］ 的背景下创刊的。 再如 《申报》
记载 “某某两侍御日昨会议， 以报馆主持清议， 为谏院所不能逮， 当此预备立宪时代， 欲广开言路，
尤以维持报纸为救亡之唯一手续。” ［２３］

至此， 办报被清季知识群体视为一种 “开言路” （毋宁说是解救民族危机） 的新途径。 而其目的也

在 “上下相通” 之外， 增加了 “开民智”。 所以在清末报纸中有关志士办报、 政府鼓励读报的新闻报道

颇多。 １８８１ 年 ２ 月 《花图新报》 记载 “宁波新创报章， 名曰 《甬报》， 按月一卷， 观其议论宏通， 措

辞精细， 询足豁人心目， 开人智慧， 将来该报畅消， 定可预下。” ［２４］ 《北洋官报》 １９０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记

载 “成都傅君樵村所办通俗报出版已数月， 近岑云帅以其便于妇孺， 特札饬各州县代销， 俾可广开风

气。” ［２５］１９０３ 年 ６ 月 ９ 日记载 “扬州志士某君， 拟集股开设 《淮南日报》 并创办 《广陵涛》 杂志， 已有

头绪， 惟出版尚未定期。” ［２６］ １９０３ 年 ７ 月 ３ 日又记载 “保甲总办许苓太守昨日出示， 谆劝商民购阅各

报， 以益智慧”， 而 “士为四民之首” 更应率先垂范。［２７］ 连当时权倾朝野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在开办

《湖北官报》 时指出， “报馆之设， 仿自泰西， 采摭新闻， 发摅清议， 所以宣达下情， 启迪民智， 开内

地之风气， 传外国之情形， 关系观听， 极为重要。” ［２８］

１８９８ 年光绪帝接受孙家鼐的建议， 将上海 《时务报》 改为官报， 由康有为督办。 上谕中还特别说

明： “各报体例， 自应以胪陈利弊， 开阔见闻为主。 中外时事， 均许据实昌言， 不必意存忌讳， 用副朝

廷名目达聪， 勤求治理之意。” ［２９］ 但 “据实昌言， 不必意存忌讳” 毕竟只是理论上讲的， 在现实层面，
通过报纸 “开言路” 依然存在一个尺度问题。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 对 “开言路” 的态度一直以来比较谨慎。 康熙在谕旨中所称 “言路不可

不开， 亦不可太杂。 明朝国事， 全为言官所坏” ［３０］ 即表明清代君主十分担心过度 “开言路” 导致统治

合法性的危机。 清史学者罗冬阳指出 “政治表达并非只是遵循 ‘忠君爱国’ 的政治伦理原则， 里面有

着表达者党派的和私人的利益诉求。 如果允许充分表达， 则不同的利益诉求必然会张扬， 而且私刑的

诉求还会巧妙地编织在 ‘忠君爱国’ 的抽象原则里， 令人难以分辨， 形成一种牵制皇权的力量”， 这是

明朝国事 “全为言官所坏” 的一个重要原因。［３１］ 基于这种顾虑， 清末君主一面默许 （甚至认可） 通过

报纸广开言路， 一面又时而对报纸中的言论进行提防式的审查， 对可能危及到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言论

不遗余力地封禁。 “每期出版须呈督署检阅之后， 方准发行” ［２５］ ， “论说须由梁星海太守核定， 方准刊

行” ［３２］ ， 如这般报道十分常见。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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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禁言愈厉， 反对禁言的呼声就越大。 而几乎在同一时期， “言论自由” 观念也恰巧从国外 “姗
姗而来”。 人们很快发现它与办报思想 （通过办报广开言路） 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因此在当时报刊著述

中， “办报自由” 常常与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交替使用。 在报禁和反对报禁的博弈之中， 他们

向西方言论自由历史回望， 寻求西方言论自由实践同国人办报以洞开言路的对接点， 依附西方言论自

由学说 （尽管当时引进的并不全面）， 论证他们办报以阐发政治异见的合理性， 这在客观上促进了 “言
论自由” 思想的输入。

四、 “开言路” 观念并非 “言论自由” 思想

现在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 “开言路” 究竟与近代西方 “言论自由” 思想是什么关系呢？ 通过上

文的梳理可以看到， 传统意义上的 “开言路” 已经具备了西方 “言论自由” 思想的某些特征， 如可以

指陈时弊， 就政治得失发表言论。① 但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言论自由”。 因为这种言论主要是面向

皇帝的， 它是在帝王允许的范围内， 按照规定的路径向帝王 “上书”、 “进言”， 而其自由程度， 也完全

取决于封建君主的态度。 所以传教士马礼逊在 《华英字典》 中将 “大开言路” 这个中国传统说法对译

为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３３］这个翻译， 生动地体现了古代 “开言路” 观念与近代西方 “言
论自由” 思想之间相似而不相同的关系。 “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是如今被我们称之为 “言论自由” 的英

文短语， “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却强调了对皇帝进谏的中国传统观念。
清末民族危机加深， 传统的 “开言路” 观念逐渐与西方办报思想合流， “开言路” 由传统的上条陈

谏转为诉诸于自由办报， “开言路” 话语实践借以展开的媒介手段， 以及实践的主体和对象都发生了变

化， 传统 “开言路” 的范畴得到进一步扩大。
但是就本质而言， “开言路” 观念与西方自由办报思想合流后， 仍然不同于西方原典中的 “言论自

由”。 在西方原典中， “言论自由” 是最高价值， “它不是服从某种实际的需要才被认可的” ［３４］ ， 而是突

出一种个人价值和权利。 诚如民国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 “狭义之人权， 文明生活之要素。 凡以人

为灵者， 莫不以之为生人行动所必不可缺。 是权既备， 而后个人之价值乃益显也， 曰思想自由， 曰言

论自由， 曰迁徙自由， 莫非民权也。” ［３５］而 “开言路” 则是封建制度下皇权 （明君） 的恩赐， 是缓解民

族危机的工具。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 “开言路” 的底线是维持封建秩序， 君主集权统治的根蒂不可动

摇。 在官方话语体系中， 鼓吹革命或意图颠覆政府的言论是不被接受的。 清末御史温肃就在奏折中将

“逆党机关， 专意描写政府之腐败， 人民之受制。 提倡革命， 肆敛金钱， 以惑军学两界及侨民商界” 视

为 “流弊”。 又说 “近年过于人心浮动， 如饮狂药， 诈骗万端， 谁实使然？ 半由报纸之肆惑也。 若再务

虚而忘实祸， 寖成舆论专制， 其为患犹不言。” ［３６］这恰恰说明在统治者心中， “开言路” 只是 “务虚”，
封建政体和皇权统治才是根本 （ “实” ）。 从这个角度上看， “开言路” 与 “言论自由” 的区别实际上

体现出民本思想与民权思想的分野以及各自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关系。 正如冯江峰在 《清末民初人权思

想的肇始与嬗变》 中对民本思想与民权思想区别的归纳： “民本思想表面上要求君主施惠于民， 要求君

主重视民众的作用， 但实际上是为了用民”， “民本思想关注的是对于君主权力的维护， 而不是对于个

人权利的保障”。［３７］这在本质上决定了 “开言路” 与 “言论自由” 的分野。

３５

① 近代西方的表达自由 （包括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更多的指政治观点和意见的自由表达， 参见： 吴小坤 􀆰 《自由的轨迹：
近代英国表达自由思想的形成》 ［Ｍ］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４０； 强调政府与政治压力中的自由， 参见： Ｈｕｎ Ｓｈｉｋ
Ｋｉｍ􀆰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Ｉｒａｑｉ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ａ􀆰 ２０１１ （１１）：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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